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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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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浙江省2009年“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法，实证比较了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以探索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内在结构与传导机理。结果证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对幸福指数影响的

基础地位依然存在，并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影响着幸福指数；收入通过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强度要大于直接

影响的强度；各幸福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提高收入向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改善程度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指数。 

  关键词：幸福指数 结构方程模型 收入—幸福悖论 小城镇 

  作者简介：吴丽民，陈惠雄，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GDP作为核心评价指标。然而，经验证据表明，GDP指标体系无法全面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国民生活质

量，特别是过度强调GDP指标还会引致不良的发展路径：国家过度追求GDP最大化，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单纯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些都使

整个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高昂的生态成本、资源成本、社会成本，而这些不是GDP可以充分表达的。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将原

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表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取代单向度的经济增长而纳入国家发展视野，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幸福的增长则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0-2009的20年间，从1510元增加到17175元，增长了1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686元增加到5153元，

增长了7.5倍①。而根据盖普洛咨询有限公司的消费者调查数据，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1994-2004年间呈先升后降的

趋势：幸福指数1994年为69分，1997年达到71分，2004年却降到了67分②（100分为满分）。收入增加了，但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样增加。这种更多

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就是“收入—幸福悖论”的表现，或者叫“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2001)。 

  浙江省小城镇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突出，属于农民“自上而下”的诱致型发展，这一群体的典型性使在其基础上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

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收入—中间变量—幸福”三元链模型，利用浙江省2009年“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

索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内在结构，寻求“收入有增长、幸福无提高、资源高消耗”的破解策略，为提升全民幸福指数提供理论支

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基本假说与研究方法，这部分在回顾关于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



出三个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实证检验浙江幸福小城镇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第五部分是传统“收入—幸福”模型与三元链

幸福指数模型的实证比较；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基本假说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评述 

  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必然论”、“怀疑论”与“拓展因素观”。“必然论”认为收入增加必然导致幸

福。古典经济学把“幸福研究”作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由于幸福的主观性和难以测量性，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偏离了幸福主题，而偏向于既容易定性

又容易定量的财富。现代经济学构建于“财富增加必然导致幸福或福利增加”的核心前提上，将研究的重心逐渐偏向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心

论”与“GDP中心论”大致反映了这一主张。 

  第二种观点为“怀疑论”，即认为收入增加不会必然导致幸福，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呈现复杂的态势。怀疑论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验证

伊斯特林悖论是否存在，该阶段研究有四种观点：①收入与幸福负相关（黄有光，2005）；②收入与幸福指数无关(Cummins；1998；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0)；③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Seligman et al., 2006)。④幸福影响收入(Diener and Tov，2007)。另一个方向

是分析“收入—幸福悖论”产生原因。一些学者从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加以解析，例如Kahneman(2000)、黄有光(2003)、奚恺元(2006)等。在中

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例如陈惠雄(2005)，田国强、杨立岩(2006)等。除此之外，Kahneman的“快乐水

车”(hedonic treadmill)与黄有光的“快乐鸿沟”(happiness gap)理论也分别解释了“人的享乐适应”与“收入—幸福拐点”问题。 

  第三种观点为“拓展因素观”，该观点认为，除收入以外还有许多拓展因素影响着幸福感，例如个性、职业、年龄、婚姻、工作等个体状况，

社会地位、社会民主、教育、文化等社会状况，这些因素与收入一起影响着幸福水平。基于拓展因素观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某一种拓展因素与幸福之

间关系的研究，而很少关注各拓展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对“收入—幸福”理论的补充完善，本文在理论上提出收入和幸福的“中间变量观”，解析收入、中间变量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内在结构关

系及其真实传导机制（见下页图1）。 

  （二）基本假说 

  基于国内外关于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研究的文献，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收入对幸福指数具有影响，但二者之间存在“门槛现象”，即超过某个收入界限后，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指数的提升效果逐渐弱化甚至

会出现负效应现象。 

  假说2：除收入因素外，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因素对幸福指数也会产生影响，且个体状况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假说3：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个体状况、社会状况为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例如，高收入

者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医疗条件，较多的人际关系支持与社会尊重等带来的影响比收入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理论框架如下页图2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探析幸福指数与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传统模型与本文理论构想下所提出的三元链模型进行比较，

以验证假说的真伪。传统模型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比较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应用范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难以直接观测到的潜变量提供一个可以观测和处理的方式，以便对该变量做进一步研究，

观测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测量模型来检验；其二是研究不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通常称为结构关系，由结构模型来检

验。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不同，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检验一批回归方程，其优点有：①允许自变量含有测量误差；②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

量；③可以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处理测量关系和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④允许更具弹性的模型设定。 

  图1“收入—幸福”理论的演变 

  图2传统模型与三元链模型比较 

  本文所采用的结构方程模型是线性方程系统，用来表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以及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包括：①测量模型，反

映三个影响幸福指数的外生潜变量与外生观测变量之间的测量关系。②结构模型，反映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三个潜变量与幸福指数之间

的结构关系。 

  三、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浙江日报社于2009年对浙江省9个小城镇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这9个小城镇是采用短信推荐、问卷调查推荐和专

家综合评审的方式选出“幸福小城镇③”，分别为：周巷镇、虹桥镇、受降镇、钟管镇、姚庄镇、西周镇、汤浦镇、苍南镇、闲林镇。调查共发放

问卷900份，收回有效问卷754份，问卷有效率为83.8%。 

  1.问卷设计。居民幸福状况主要受个体状况、家庭环境、收入状况、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在考虑这些影响

因素的同时，结合小城镇调查的特别需要，对以往的量表做了一些修订（该量表于2002年设计并于同年9月开展试调查，先后开展了三轮问卷调

查、修改与分析工作）。调查表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①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地区、文化程度5项内容。②幸福影响因

子。幸福影响因子调查表包括12个问题，分别为健康、个性、家庭、亲友、期望收入、工作、收入、资产、社会地位、收入满意度、安全、生态环

境。③幸福感自我评价标尺。该调查表要求被调查者对目前、5年前、5年后与10年后的幸福水平做出自我评价或预期，幸福感指标按幸福程度分为

10个级别，分值越高表示越幸福，“1”表示最不幸福，“10”表示最幸福。 



  2.数据描述。调查量表的测量学特性分析表明，内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15，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结构效度与理论假设的结

构非常接近，表明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参见陈惠雄、吴丽民，2006）。样本结构（见表1）表明：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就业状况分布比较

合理，职业分布中教师、医生与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较高，这是因为此三类职业人员在小城镇常住居民中的比重本身较大。因此，本文样本结构基

本合理。 

  （二）外生潜变量的测量 

  本文所使用的指标包括一个内生的幸福指数观测变量以及11个外生幸福因子变量。外生观测变量采用5级Likert量表进行估测，“1”表示“非

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生态环境满意度与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仅为0.134，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且苦

乐源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0%的居民认为生态环境是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陈惠雄、吴丽民，2006），故在模型中不包含此项④。观测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显示，被调查者家庭、亲友、个性三个方面的满意度较高，社会公正与收入满意度较低，收入、期望收入与资产的

标准差比较大，表明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值得关注。 

  本文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11个外生观测变量进行降维，以测量外生潜变量。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结果

显示，KMO=0.804，Bartlett球体检验的 值为1749.39，p=0.000，这表明，这11个幸福影响因子适于进行因子分析。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

四次最大正交旋转，提取出三个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348%，说明对原始变量信息的解释力度较大。因子载荷矩阵见下页表3。 

  表1样本结构单位：% 

  表2观测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3中的因子载荷系数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四项指标对公因子一的载荷系数均较大，根

据其含义将其命名为“社会状况”。因为收入满意度更容易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故将其归属于社会状况方面。利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

分析法对这四个评价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幸福指数与收入、工作、社会地位、社会公正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22、

0.436、0.502、0.46，并且各系数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四个测量变量与幸福指数之间均显著线性相关。 

  表3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 



  根据各指标的含义，本文将家庭满意度、个性满意度、健康满意度与亲友满意度四个指标归为“个体状况”，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期望收入与

资产三个指标归为“收入状况”。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体状况”的四个指标与幸福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47、0.363、

0.362、0.371，“收入状况”的三个指标与幸福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18、0.192、0.077，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指标与幸福指数

之间均显著相关。因此，结构方程模型中的三个潜变量确定为个体状况、社会状况与收入状况。 

  四、浙江幸福小城镇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检验 

  收入状况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还会受到期望收入满足度的影响，因为期望达到的收入(EI)与现实收入(IC)之间差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居民的

收入满足状况。因此，期望收入满足度 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越大，表示期望收入得到满足的程度越低。 

  为了解不同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将所有样本按家庭可支配收入、资产水平和期望收入满意度从低到高排序后等比例分成5组，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指数随可支配收入、资产的增加而增加（除资产为15万～25万元组的幸福指数略低

外）；幸福指数随 的增加而减少，即期望收入与现实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指数越低。结果显示，所有的F值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不

同收入状况的居民，其幸福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表4浙江省小城镇居民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关系 

  本文应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进一步分析是否所有收入组之间的幸福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5中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收入组1与收入组2之

间、收入组3与收入组4之间幸福指数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将其分别归为“低收入组”和“中收入组”，收入组5归为“高收入组”。

高、中、低三组的收入范围分别为大于9万元、4.5万～9万元、小于4.5万元。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这三组的幸福指数分别为6.83、7.58、

8.19，检验结果显示，F=21.8，p=0.000，说明高、中、低三个收入组的幸福指数存在显著差异，最小显著性差异法分析结果显示，三个收入组之

间幸福指数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浙江省小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与收入显著正相关。 

  表5不同组别之间幸福指数均值差异显著性的多重比较 



  资产组别以25万元为分界线，表5显示，高资产组与低资产组之间幸福指数差异显著。这表明，居民资产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 组别以

1.0为分界线，高期望收入满足度与低期望收入满足度的居民的幸福指数差异显著。当 =1.0时，EI=2IC，即期望收入是实际收入2倍以上的居

民幸福指数显著偏低。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浙江省小城镇居民的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虽然呈现正相关，但以年家庭可支配收入4.5万元为界线，收入小于4.5万

元群体的幸福指数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高于4.5万元群体的幸福指数随收入的增加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存在“门

槛”现象，收入超过某个界限之后，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指数的提升效果逐渐弱化，甚至会出现负效应现象。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是正确的。 

  五、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理论模型比较及实证检验 

  （一）传统幸福指数模型拟合及其评价 

  1.传统幸福指数模型拟合。本文所应用的传统幸福指数理论模型（见图2），展现了三个维度的幸福影响因子与幸福指数之间的结构关系，即

个体状况、社会状况、收入状况三个外生潜变量同时对幸福指数产生影响，而三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应用软件Amos7.0对模型进行拟合，传

统“收入—幸福”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见下页表6，所有负载都在0.01水平上显著。 

  2.传统幸福指数模型评价。模型拟合效果的评价指标较多，本文应用默认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的方法进行检验。通常默认模型的拟合结果越接

近饱和模型，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从下页表7中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只有相对拟合效果检验的PGFI超过了0.5，其他检验指标均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因此，综合各评价指标，本文认为该模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传统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不能

真实地反映各潜变量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 

  （二）“收入状况—中间变量—幸福指数”三元链模型估计及其评价 

  1.“收入状况—中间变量—幸福指数”三元链模型拟合。本文所建立的三元链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收入状况、个体状况、社会状况对幸

福指数均有直接影响的同时，收入状况还分别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产生影响。由于个体状况与社会状况之间为相互因果而非单向因果关系，因

此，在此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中加入“个体状况—社会状况”关系。另外，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与收入满意度、期望收入与社会

状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此两条路径。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值见下页表8，模型中各潜变量方差拟合

结果见表9，模型相关关系显著性验证结果见表10。 

  表6传统幸福指数模型路径系数估计值 



  表7传统模型评价结果 

  表8为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中测量模型及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值、标准误、临界比率(C.R.)值及其显著性概率。从显著性概率一栏可以看

出，所有路径系数都在0.05水平上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 

  表8幸福指数模型路径系数估计值 

  表9模型中各潜变量方差拟合结果 



  注：各潜变量e的对应名称参照下页图3。 

  表10修正模型相关关系显著性验证 

  注：收入与收入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这是因为收入满意度的表达为反向提问，“1”表示“非常满意”，“5”表示“非常不满意”。 

  表9为模型中各潜变量的方差估计值，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没有出现太大的无意义方差或者负值的方差，因此，方差结果是有效的。同时

从显著性概率值一栏可以看出，所有的方差估计值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所有路径系数的估计值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为验证个体状况与社会状况、可支配收入与收入满意度、期望收入与社会状况三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达到显著水平，本文在结构方程拟

合过程中对协方差和相关系数进行了检验，从模型中协方差关系的拟合结果（见表10）可以看出，模型中所加入的三个相关关系均达到了显著水

平。 

  2.“收入状况—中间变量—幸福指数”三元链模型评价。三元链模型拟合指数见表11。从表11可以看出，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

好，且达到了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 

  表11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评价结果 

  

  （三）幸福影响因子传导机理分析 

  本文“收入状况—中间变量—幸福指数”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下页图3。图中加重数字用来反映对该变量解释的程度，相

当于回归分析中的 。从图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社会状况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最为显著，二者之间的路径系数达到了0.476，为显著正相关；收入

状况对社会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27，也达到了显著水平，因此，收入状况以社会状况为中间变量而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路径系数为0.13。 

  收入状况对个体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213，个体状况对幸福指数的路径系数为0.138，因此，收入状况以个体状况为中间变量而间接影响幸福指

数的路径系数为0.03。由此可见，收入状况通过个体状况、社会状况而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路径系数合计为0.16，远大于其直接路径系数0.09。由



此可见，收入状况对幸福指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且间接影响(0.16)远大于直接影响(0.09)，这一结论证明了本文假说2与

假说3成立。 

  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社会状况的路径系数最大，达到了0.81，这表明，社会地位满意度是体现人们社会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工作满意

度，路径系数为0.71；个性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对个体状况的路径系数最大，分别为0.78和0.66。由此可见，收入通过个体状况中的个性满意度与

健康满意度，作用于社会状况中的社会地位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从而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因此，提高收入与这些中间变量的转换率，有利于人

们幸福指数的进一步提升，从而能够解决“收入—幸福悖论”现象，使居民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提升呈正相关状态，解决“经济有发展，幸福无提

高”的问题。 

  图3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比较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基础上，验证了收入通过中间变量而对幸福指数的间接影响关系，弥补了以往“收入—幸福”关系研

究中忽视中间变量传递影响的不足，从而得到了更加客观、全面的结论。 

  1.收入状况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存在。结论表明，在现阶段浙江省小城镇中，居民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收入—幸福”关系由正相

关向负相关转变的“收入门槛”临界点，即经济状况依然是目前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的基础，且收入对居民幸福指数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9个

样本小城镇的居民收入水平居于全国上游水平，他们的“收入—幸福”关系反映出在现阶段中国城乡居民中，提高收入仍然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举

措。 

  2.除收入外，社会状况、个体状况对幸福指数也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人们的幸福感并非仅仅与收入显著相关，关注健康、个性、社会地

位、工作满意度等个体状况与社会状况因素，对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关注一般也会产生一定的资源占用问题，即需

要投入一部分费用，人们掌握这部分投入的最大幸福原则是：增加私人收入所带来的边际幸福效用与增加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资源投入所产生

的边际间接幸福效用相等，即实现了一定资源条件约束下的幸福最大化目标，从而能够有效解决“收入—幸福悖论”问题，并且使收入的当期幸福

效用最大化。 



  3.收入对幸福指数不但有直接影响，还有间接影响。从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以看出，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影响

路径，另一条是以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因素为中间变量的间接影路径，且间接影响力要高于直接影响力。因此，关注收入对个体状况和社会状况

的间接影响，是一个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它可以对“收入—幸福”关系做出某些矫正使其更加全面和科学。与此相对应，就存在两

条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途径：一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二是提高收入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改善程度。最终提升国民幸福的总体水平，使经济增

长的幸福效用尽可能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4.幸福影响因子存在内在关联性。本文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个体状况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一论点否定了传统观点认为影响幸福

指数的多个拓展因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假设。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②资料来源：《百姓：幸福在哪里？幸福指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国际金融报》，2006年9月14日。 

  ③该称呼来源于浙江日报社所举办的“浙江省幸福小城镇评选活动”。 


